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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y and homosexuality and provides a queering inter-
pretation of urbanism. It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homosexuals as a social
group along the historical stages of urban development. Although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ity and homosexu-
ality traced back to the ancient times of classic Athen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homosexual identities only
took places in modern metropolises as the resul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e rise of post-mod-
ern cities is argued to allow the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for homosexual expression, which has been suc-
cessfully incorporated into the local "place promotion" competing for global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This research then shifts its focus to the contemporary urban spatial politics in relation to sexuality. By ex-
ploring the uneasy relationships of space, power and culture, particularly through introducing the theory of
heteronomativit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re is a tension between the heteronomativity behind urban space
and the expression of homosexual desire and rights. In order to challenge heteronomativity, queering urban
space is the most important strategy for the gay communities to claim their rights for public space. While ac-
knowledging the positive changes of the increasing homosexual visibility in Chinese cities, the author prob-
lematizes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space for Chinese tongzhi people that is largely dominated by HIV/AIDS
discourses and consumerist drives, and calls for a more progressive approach to this issue that renders subjec-
tivity to the tongzhi community. To illustrate the above theoretical concerns and address the critical questions
of whose street, whose park, and whose city, this paper draws data from the media coverage and analyzes
three cases of queering urban spaces in major Chinese cities in 2009 including the tongzhi wedding show in
Beijing, the first Gay Pride Week in Shanghai, and the People's Park accident in Guangzhou. Although three
cases reflect considerabl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civic culture and activists' approach, all of them vividly
demonstrate how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tongzhi communities fight for the ownership of public spac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ocial landscapes.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increasing social visibility and
the expansion of public space for the tongzhi community is an important indication of the progressive changes
taking place in today's Chines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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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围绕城市与同性恋的主题， 本文从现代性

的视角回顾了同性恋作为一个 “社会群体” 在城市中

的出现和发展， 强调了同性恋身份认同本质上的城市

属性。 文章揭示了同性恋研究在城市研究中的独特地

位， 并主要探讨了组织和控制城市空间与同性恋欲望

和权利表达之间的张力， 尤其关注同性恋现象在不同

社会语境下 “公共空间” 的建构。 文章以2009年中国

大陆主要城市中 “同志” 社群引发媒体关注的事件为

例， 展现了这个群体争取公共空间， 改变城市社会景

观的努力。 文章认为当代中国同性恋社群不断提升的

社会可见度和日益扩展的公共空间， 反映了中国城市

和社会发生的积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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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酷儿”（queer）理论是 20世纪 80年代西方文学研究
领域兴起的一种关于性和性别的理论，它质疑和挑战性别的
两分模式（男 /女，同性恋 /异性恋），是后现代主义在性学
研究上的典型体现[1]。在笔者看来，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认
识论层面，挑战和颠覆正常与非正常，主流与边缘之间的界
限，以一种全新角度解读历史和现实。普拉默分析了同性恋
研究整体边缘化（ghetonization）的现状①，他提出解决这个
问题的一个路径就是引入“酷儿”理论，超越单纯对于同性
恋问题的关注，重新审视人类社会的一些核心文化和基本社
会制度[2]。这一研究取向不仅影响到传统的社会学领域，也
在文学、历史学、人文地理学、法学、教育学甚至经济学等
其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

沿着“酷儿”理论启发下的研究路径，通过对经典城市
研究的梳理与重新诠释，联系笔者近年研究获得的经验数据
与理论思索，本文尝试在城市研究中引入“酷儿”视角，提
出的中心问题是：作为社会存在的同性恋现象和城市两者之
间具有怎样的历史和现实渊源？这样的关联又是如何体现在
城市空间的建构、组织和控制上？这背后又蕴含怎样的权力
关系？文章首先回顾了城市发展不同阶段中同性恋作为一个
独特的“社会群体”的形态和地位，强调了同性恋本质上的
城市属性。然后重点探讨了城市空间的规划和控制与同性恋
欲望和权利表达之间的张力，尤其关注当代中国语境下同性
恋公共空间的建构。为了对上述问题作进一步说明，文章以
2009年发生在中国大陆主要城市引发中外媒体关注的三个
事件为例，展现了日渐进取的“同志”社群争取公共空间，
改变城市社会景观的努力，文章认为，同性恋社群在城市社
会中不断提升的“可见度”和日益扩展的公共空间，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中国城市和社会发生的积极变化。

2 城市和同性恋：一个关于（后）现代性的命题

同性之间的情感和肉体关系，从中国历史上的“断袖”、
“分桃”到希腊城邦中哲人和智者赞美的忘年之爱，从北美
大草原印第安部落里的“第三性别”（berdaches）到北非地
中海沿岸的“男妻”习俗，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和不
同地域文化中大量存在[3]。值得一提的是，城市，在促进和
容纳同性欲望的表达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无论这样的欲望
表达采取的是何等形式以及是否得到社会的整体认可。城市
和同性恋之间的联系可以上溯到希腊城邦和圣经中记载的索
多玛城和戈莫尔城。早期希腊和罗马时代经历了短暂的对于
同性行为的包容，符合特定年龄、社会地位和婚姻状况要求
的同性行为和关系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得到接纳；但是，随
后漫长的中世纪里，索多玛和戈莫尔这两个城市由于同性行
为的泛滥而招致上帝毁灭的观点，成为这一时期西方社会占
主导地位的基督教禁止同性恋行为的教义根源。面对来自教
会的严厉惩罚，同性恋行为被迫转入地下[4]。

这种状况在现代工业城市出现以后开始发生变化。历史
学家通过大量的文献记录向我们展示了同性恋社群在 17世

纪以后欧洲的主要大都会，如伦敦、巴黎、柏林、阿姆斯特
丹、里斯本出现和发展，尽管同性恋亚文化在不同城市中的
形态和风格各异，但都构成现代都市社会生活的重要图景[4]。
现代城市和同性恋在历史研究领域最具影响的著作是耶鲁大
学历史学教授乔治·常希对 1890—1940年期间美国纽约同性
恋社会生活的研究。他的研究显示当时城市的同性恋者不是
彼此隔绝，也并非完全处于地下，而是通过遍布城市的咖啡
馆、餐馆、浴室、街心花园等场所建立了人际交往的网络。
那个时代的同性恋身份认同更加复杂，但都依托城市空间，
融入丰富而多样的城市社会生活之中[5]。在同一时期，北美
的其它城市也都出现了相当规模的同性恋社群，为 1960年
代末期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发生奠定了社会和空间基础。同性
恋社群在世界其它区域，特别是澳大利亚、拉丁美洲和东南
亚也得到发展，这些区域虽然受到西方影响，但城市中的同
性恋文化深深打上了本地文化的印记②。

对于历史学家揭示的同性恋社群在城市中那些不为人知
的事实，社会学家则将其置于一个更为宏大的现代性的问题
框架之下展开讨论。现代性是西方 17世纪工业化和资本主
义发展导致的社会模式，是社会学关注的核心命题之一。作
为组织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空间形式，城市是现代性的物质
载体，城市性也就成为现代性的重要表现形式。路易·沃思
认为城市性（urbanism）体现为一种独特的城市生活方式，
它是由城市的人口数量、人口密度和人口异质性共同决定
的。人口数量加剧了城市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和个性化，而人
口密度和人口异质性则促进了陌生人之间的容忍和公共生活
中的匿名性[6]。城市这个“陌生人的社会”，为背负社会污名
的同性恋者提供了必要的匿名性和包容性；而大量聚集的人
口，促进了各种亚文化的发展，同性恋者在城市中更容易找
到同类和伴侣。城市的这些特点，不仅让同性恋者在城市里
获得生存的空间，而且产生集聚效应，吸引更多的同性恋者
为了追求自由的生活而向城市迁移[7]。关于城市和现代性的
一个著名意象是“游荡者”（flaneur）。沃尔特·本雅明笔下
的“游荡者”在城市的街道中游走，是为了获得关于城市的
经历，他们对理解、参与和观察城市扮演了关键的角色[8]。
与此同时，他们又是城市中的边缘人，他们和城市发生了一
种既投入又游离的关系：他们不能没有城市，因为他们迷恋
城市的风情；与此同时，他们又被这个城市边缘化。在互联
网等新兴的通讯方式兴起以前，同性恋者只能在城市街道和
公园中游荡（cruising），通过注视（gaze）和陌生人发生联
系，寻求身体和精神欲望的满足[9]。同性恋和城市的关系，
正如亨宁·贝克的精辟概括，城市为同性恋者提供了天然的
环境。同性恋作为社会存在不仅发生在城市中，更是一种城
市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同性恋本质上是“城市的”[9]。

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同性恋身份认同的建构是和城市化
进程密切相关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方面导致了小型
和传统社区的衰落；另一方面，促进了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向
城市集中的城市化进程。这一进程为与传统生活方式格格不
入的同性恋者带来了新的机会，使其能够摆脱传统家属和亲
缘关系的束缚，从而为同性恋者围绕他们的性取向组织个人
生活，建立现代同性恋身份认同，形成和发展同性恋社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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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结构性的条件[10]。20世纪上半叶以来，随着同性恋者的
社会交往网络的进一步拓展，西方主要城市中都不同程度出
现了同性恋人群在空间上集聚的趋势。马丁·李维[11]提出了
“同性恋隔离聚居区”（gay ghetto）的模型去描述同性恋人
群的社会地理。他认为一个“同性恋隔离聚居区”需要具备
四个要素：场所集中、文化区域、社会隔离和居住集中。同
性恋活动场所最初出现在城市中相对容忍社会越轨行为的区
域，导致这类场所在这个地区的集中。场所的集中吸引了大
批同性恋者前往甚至定居，形成同性恋亚文化的中心，最为
典型的就是旧金山的卡斯特罗区和洛杉矶的西好莱坞。美国
大城市中的同性恋隔离聚居区的形成受到了美国特有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比如移民社会、种族歧视、宗教力量、选举
制度、身份政治等）的影响，未必具有普遍意义③，但的确
是研究同性恋和城市空间互动的一个经典例证。

城市的空间形态和文化表象在上个世纪 60年代以来发
生了新的变化，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这标志着后现代城市时代
的到来。同性恋和城市之间的一种历史性联系，在后现代城
市中找到了更多的注脚。后现代城市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空间
分异对不同社会群体差异更加敏感[12]，和现代工业城市中空
间分异主要沿着阶级的界限展开不同，其它的文化向度如种
族、性别、宗教等在后现代城市里也成为重要的空间分异的
依据，从而展现出了更为碎片化的空间形态。西方城市中同
性恋聚居区的出现，早期主要是为了逃避异性恋主流社会的
歧视和伤害，后来演变为同性恋者主导的文化区域。当同性
恋聚居区达到一定规模时，将对所在城市的政治，经济和文
化产生重要影响。卡斯特[13]在旧金山的研究显示，同性恋社
群发挥其在设计、装饰、艺术、时尚等领域的文化优势，极
大地提升了同性恋聚居区域的外观环境，并在选举政治的推
动下向外围扩张，深刻地改变了城市的物质和政治图景。在
主流商业利益和同性恋人群追求性自由和政治经济权力的共
同驱动下，经历“绅士化”过程的城市街区出现“同性恋
化”（homosexualization）的情况也发生在其它城市[14]。

后现代城市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围绕符号和意象的
生产和消费[12]。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许多国家积极推
进城市复兴和重建运动，成为提升经济竞争力和在全球范围
争夺资本的重要手段。尽管长期在城市中处于边缘的地位，
同性恋社群在这一过程中却扮演了出人意料的角色。作为多
元文化的一个更具商业吸引力的变称，“世界主义”（cos-
mopolitanism）正成为许多城市迎合跨国经理人和白领的消
费和文化需求，大力营造的一种开放和国际化的都市形象。
“酷儿空间”的生产也是这种标榜“世界主义”的都市景观
的一部分[15]，并和城市中的多样性的种族构成一样，推动了
新的“符号经济”（symbolic economy）的增长。在当地政
府的大力推动下，同性恋聚居区正逐渐变成另一个安全和新
奇的“主题公园”。规模空前的同性恋骄傲游行，其意义也
从早年的对抗恐同主义和争取政治表达转变为一个吸引大量
异性恋观光客的娱乐活动。“酷儿”符号、意象和空间的消
费，成为本地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地方营销”（place pro-
motion）的重要举措[16]。在另外一项引发关注的研究中，理
查德·弗罗里达提出当今世界城市的发展取决于工作在高科

技、时尚、传媒、设计等产业的创意阶级（creative class）
的贡献，而预测创意阶级区域分布的一个最好指标就是“同
性恋指数”（gay index）—大都会区域内未婚的同性伴侣的
集中程度。同性恋指数被用于测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多样
性”，而它正是创意阶级最为看重的一项都市生活指标[17]。
总的看来，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同性恋，在后现代城市的空
间语境下获得了更大的容纳和促进。

3 同性恋和城市空间政治：挑战公共空间的异性恋
正统性

当今人文社会科学正在经历一个“空间”的转向，这很
大程度上得力于亨利·列斐伏尔和米歇尔·福柯的理论贡献。
列斐伏尔笔下的空间，不仅具有物理的意义，作为一种客观
存在，更是一个体现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因素—空间能够生
产，强化和再生各种社会关系。他反对资本主义不断强加的
“抽象空间的同质性”，即反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商品性
（交换价值）所造成的城市空间的类同，主张重建城市空间
的差异性[18]。福柯则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到了空间、权力和文
化的关系问题上。城市的公共空间，理论上是一个人们都能
自由通行的区域，但事实上，很多人都被排除在公共空间之
外。任何空间都反映了特定的文化价值观，因此，空间能够
强化文化；而权力则是透过强势文化群体的空间垄断以及将
其他弱势群体排斥到其它空间而表现出来的[12]。作为我们生
活的社会中被认为唯一正常的性取向，异性恋不仅被社会建
构为占据主导地位，而且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和普遍存在的。
制度化的异性恋构成合法的和符合人们期望的社会和性关系
的标准。通过婚姻以及其他基于婚姻的各种制度安排，异性
恋正统主义将异性恋制度“自然化”，使其成为一种强有力
的自然法则，主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包括城市公共
空间，这就是“酷儿”理论家迈克尔·沃纳所说的异性恋正
统性（heteronomativity） [19]。但是，这样的一个完全按照异
性恋正统性组织起来的城市公共空间并非天然的，而是人为
建构的，因此可能遭到颠覆。挑战异性恋正统性，争取“酷
儿”差异空间的生产，是当代同性恋空间政治的重要内容。

争取和扩展同性恋者的公共空间，促进性的多元表达和
彼此尊重，通过提升同性恋社群的可见度而使公共空间“酷
儿化”（queering），从而使他们享有和异性恋主体同等的公
民权。正如本文讨论的那样，城市历史性地成为这一抗争的
重要场域。同性恋权益的支持者强调“夺取街道”的意义，
目的是使用公共空间去抗击“恐同”主义，推动社会对于同
性恋社群的接纳，采用的具体策略包括集体亮相、抗议示
威、艺术表演和同性恋骄傲游行等。卡斯特认为同性恋社群
“站出来”（Out）是至关重要的，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出现在
公众的视野前，从亲密生活的私人空间走向要求权利和政治
表达的公共领域[13]。这里之所以强调“以他们自己的方式”，
因为同性恋社群在西方社会的可见度大幅提升的情况下，学
者开始反思主流社会给予同性恋者的公共空间的性质。正如
上文提及，“酷儿”空间已经成为西方城市参与国际资本竞
争，营造“世界主义”城市形象的重要景观，而其中展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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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用“合适”的阶级标记、种族构成和性的表达方式一并
打造，迎合异性恋主流人群的“酷儿”空间。在商业化和异
性恋人群的“殖民化”的影响下，“酷儿”空间可能渐丧失
过去所具有的批判性和政治意义[16]。

自从上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同性恋人群也在不
断弱化的政治和传统的束缚之下逐渐浮出水面，变得更加公
开 [20]，并形成和确立了中国本土的同性恋身份认同—“同
志”[10]。同性恋公共空间在过去二十年也获得了极大的拓
展，尤其是在经济和社会更加发展的城市地区。各种各样的
都市生活类报刊（比如“晨报”、“晚报”、“快报”、“周
报”等）在建构同性恋公共空间方面有着突出的意义。这些
报刊在提高同性恋在中国社会的“可见度”，增进人们对于
同性恋者的认识和理解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商
业化经营模式的驱动下，为了迎合市场，满足普通大众猎奇
的需要，报刊对同性恋的报道常常渲染其病态，犯罪和反社
会的一面[21]。作为媒体报道的后果，“同志”空间在公众想
象中就是充斥淫乱、堕落、犯罪等社会阴暗现象的“地下世
界”。这样的公共空间，不仅不能推动社会对同性恋社群的
理解和接纳，甚至可能强化同性恋者背负的社会污名。

另外一个迅速增长的“同志”空间是在许多城市出现的
商业性“同志”场所，如酒吧、桑拿、健身房、会所等[20]。
通过收取更高的消费价格，这些场所为“同志”提供了一个
相对隐蔽和安全的空间。中国城市“消费革命”背景下应运
而生的“同志”空间，在给“同志”带来“解放”的同时，
也可能意味着新的束缚和禁锢。消费主义提供的自由，并不
是每一个“同志”有能力享有的，取决于“同志”所能够拥
有的资本，不管这种资本是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或者任
何一种象征的形式。对于“同志”群体内部那些和都市“同
志”亚文化推崇的中产阶级形象不相符合的个人和群体，消
费主义可能意味着新的社会排斥。此外，这样的“半公开”
的场所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更大的“柜子”（closet），将“同
志”和公众以一种主流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安全地隔离开
来。除了商业性“同志”场所，随着国家大力开展艾滋病的
防治和教育，“同志”社区艾滋病防治组织在政府的“防
艾”资金支持下，在许多城市纷纷建立。由于得到了政府的
支持和媒体的宣传，这一类“同志”空间具有更大的合法性
和公开性。虽然少数组织偶尔能够带入“同志”权益方面的
议题，组织的发展大多受到艾滋病议题的严格限制，某种意
义上强化了同性恋者和艾滋病划等号的刻板印象。

和改革开放以前相比，中国的同性恋者的生活境况有了
大幅度的改善，背后的重要因素就是“同志”公共空间拓展
带来的社会的包容和理解。但是，通过对“同志”空间批判
性的分析，卡斯特关于“酷儿”空间公共性的观点依然适
用—无论是新闻媒体对“同志”人群的报道，还是政府支持
下在“同志”社区开展的艾滋病防治和教育，都不得不屈从
于主流社会设定的框架，而缺乏“同志”本身的主体性。一
旦“同志”社群试图真正“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公共空间的
建构的时候，新的挑战就随之而来了。

4 谁的街道、公园和城市？中国“同志”争取城市
公共空间的尝试

2009年，中国大陆三个最重要的城市，北京、上海和
广州的“同志”社区分别发生了引发中外媒体相当程度关注
的事件。绝非巧合的是，除了都与“同性恋”有关，把这三
起事件联接在一起的另一个关键词就是“城市公共空间”，
包括城市的街道、公园和广场。它提醒我们思考下面的这些
问题：看似对所有人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事实上是这样的
么？处于“边缘”地位的社会群体在使用这些公共空间的时
候面临怎样的限制？支配城市公共空间的组织方式，决定人
们有无使用这些空间资格的社会规则是什么？城市公共空间
的接纳和排斥背后，蕴含着怎样的社会不平等？这些问题都
可以归结为一个城市公共空间的所有权问题：谁的街道？谁
的公园？谁的城市？
4.1北京：“新前门大街”

2009 年 2 月 14 日中午，在这个西方“情人节”的中
午，两对盛装的男女同性恋伴侣在前门步行街拍摄婚纱照，
并做出深情拥吻等亲密动作，还和其他同性恋朋友一起向路
人赠送玫瑰。他们的举动引发引起了大量路人的驻足围观，
“现场气氛越发热闹。整个婚礼秀持续到 3点结束。其间保
安们只是在旁边快速经过，他们维持着秩序，并没有任何干
涉。”[22]这个事件是由北京两个男女“同志”组织共同策划，
参加婚纱照拍摄的四位都是“同志”社区的积极分子，但并
非真正的同性情侣。同性恋者展示自我存在的这种公开活
动，在北京已经进行了三年。前两年的情人节，北京的“同
志”组织在繁华商业区，也曾经向路人发送玫瑰，呼吁重视
同性恋群体的存在。他们筹划了这次婚纱摄影秀，希望引起
对同性婚姻的关注。尽管现场的普通市民对此有不同看法，
但这一事件吸引公众关注的目的完全达到了。同性恋情侣在
大街上公开拍摄婚纱照，这一爆炸性新闻连同现场相片一时
间横扫各大网站、论坛，登上了主流媒体。中央电视台还做
了网上调查，在参与调查的 8万多张选票中，76%的人表示
“男女同性恋都接受”，93%的人“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
对“您的身边有同性恋人群吗”这一选项，93%的人投了
“有”。这一调查结果未见得反映了最真实的情况，但的确显
示了中国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的变化[23]。

在北京“同志”婚纱秀的事件中，对城市公共空间的要
求和争取，一直是策划者的重要行动目标。无论是以前在繁
华的商业街分发支持同性婚姻的玫瑰，还是此次选择在前门
大街拍摄婚纱照，“同志”组织都是希望在最具标志意义的
城市街道④，以一种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方式，颠覆由“异性
恋正统性”组织下看似严密的城市空间，重新建构一个更加
包容，尊重差异的城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难理解
全程参与此次“同志”婚纱秀事件，并担任专职摄影师的北
京“酷儿”影人范坡坡把用 DV拍摄整个事件而成的记录片
命名为《新前门大街》。“酷儿”理论家等后现代主义理论
家时常谈及的“颠覆”（transgression）行动，实践中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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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社会和政府怎样的反应？此次活动的一位组织者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谈到并不担心政府会打压，“我们对于风险都是做
过评估的，活动形式上也会相对温和。”[24]但是，他们表示
政府设定的界限并不清楚，一旦突破，便可能遭到压制。上
海的中国大陆首个“同志”骄傲周就碰到了这个问题。
4.2上海：同性恋骄傲周“不上街”

六月是西方国家的“同性恋骄傲月”，很多城市都举行
大规模的同性恋游行，以纪念 1969年 6月 28日发生在纽约
格林威治村的石墙（stonewall）暴动这一现代同性恋解放运
动的标志性事件。2009年 6月，主要由居住在上海的海外
人士组织了一个号称中国大陆首次同性恋骄傲月的活动。和
前面谈到的北京的活动在开始之前悄无声息不同，上海的活
动在筹备期间就进行了大量的宣传。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国
情，组织者表示此次活动不会有西方城市那样的大规模游
行，而是在为期一周的时间内设置了同性恋话题“脱口秀”、
艺术展、电影观摩和酒吧派对等室内活动。组织者希望这次
活动能够增强同性恋群体的社会可见度，同时在民众、官方
和同性恋群体间架起沟通的桥梁，让三方彼此了解与接受。
由于此次骄傲月的举行地是在中国大陆开放程度最高的上
海，吸引了《中国日报》和新华社等官方媒体的关注，《中
国日报》甚至在头版以较大篇幅对“上海骄傲周”进行了报
道。作为主讲嘉宾，笔者参加了此次骄傲周最先开场的关于
上海城市“同志”空间变迁的“脱口秀”。据称上海有超过
1000名同性恋者参与了“骄傲周”的系列活动，但据媒体
记者观察，“大多数是在沪生活的外国人，中国人仅占参加
人数的两成左右。”[25]经济全球化滋生了跨越国界和文化的
“酷儿”空间，向本地“同志”展现一个更为积极和进取的
同性恋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围绕全球化与本土化，后殖民
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的争论，尤其反映在上海本地“同志”
社区对于此次活动的参与和评价上[26]。
“不上街”是此次上海同性恋骄傲周组织者反复承诺和

通过媒体传达的重要关键词。组织者对于“不上街”的强
调，一方面是为了顾及政府目前在同性恋问题上基本立场，
以确保活动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也暗含了希望能够“上
街”的真实的空间诉求，以一种反讽的方式间接地表达了反
抗的声音。虽然有了“不上街”的承诺，但骄傲周后期的几
场活动包括电影放映和戏剧演出，由于官方的介入不得不临
时取消⑤。上海同性恋骄傲周遭遇的波折，反映了作为弱势
群体的同性恋者使用城市公共空间面临的限制。在中国目前
的情况下，可能并非同性恋行为本身，而是同性恋社群致力
推动的“公开性”以及“公开性”背后彰显的政治意义才是
这个社群和代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政府之间角力的关键所
在。活动组织者“不上街”的承诺，可以看作是这种张力的
一个认知。但是，组织者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是，活动前期大
张旗鼓的宣传以及活动的规模从另外一个方面挑战了政府关
于同性恋“公开性”设定的界限，这是中国近年来多起“同
志”社区大型活动被“叫停”的重要原因。另一个值得注意
的现象是，相比其它同性恋文化活动遭遇的限制，骄傲节过
程中的商业性“同志”活动（比如酒吧派对）似乎拥有更大
的存在空间，没有受到来自政府的任何干预。“同志”身份

和“同志”亚文化通过和消费主义结盟，突破了公共范畴和
私人范畴的界限，得以一种更具合法性的方式进入公共领
域。但是，对于那些由于缺乏经济能力而被消费主义排斥的
“同志”，城市现有的公共空间对他们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正
是下面广州人民公园“同志”维权事件带给我们的启示。
4.3广州：“难道说人民公园是你们的吗？”

和发生在北京和上海的两起精心组织的事件相比，广州
的这起涉及同性恋人群的事件更像一个突发事件。事件引发
的媒体关注稍微少一些，但其本身的意义绝不亚于京沪的两
个“同志”活动。在广州市人民公园西侧的一段 200米长的
绿荫小径，可能是广州乃至珠江三角洲最大的“渔场”—同
性恋者聚集和交往的露天场所。对他们而言，“在尖锐的世
界之外，这儿（渔场）没有家庭压力、同性禁忌。‘放松’，
是同性恋者提到最多的关键词。” [27]然而，和其它城市的
“渔场”一样，警察常常出动驱赶聚集在这里的男同性恋者，
他们通常也会散开以避免麻烦。然而，2009年 8月 25日，
当警察以公园其他市民举报这里同性恋者有“不当行为”为
由再次驱赶他们的时候，大约 50个人与警察发生了争辩。⑥

特别是听到警察说“这是人民公园，你们基佬（同性恋者）
不准在这里……”，一位在现场进行防艾宣传工作的“同志”
志愿者据理力争：“你们都知道这是人民公园，同志也是合
法的公民，为什么不能来这里。就算打市长热线，问同志是
不是人民，市长也不敢说同志不是人民，更不会说同志不能
来人民公园！”后来更多的人围观过来，开始抗议“难道说
人民公园是你们的吗?”，“简直是强盗逻辑，市长也不敢让
同志不来公园”，“我们犯了什么法？”经过激烈、同时又是
和平的对峙，最后警察只能退步。这一事件在互联网上快速
传播，成为全国各地同性恋者论坛上的热门话题。

广州的人民公园“同志”维权事件以一种最直白的方
式，挑战了异性恋正统性原则主导下的城市空间秩序，表达
了社会弱势群体要求拥有公共空间，行使公民正当权利的诉
求。正如当地一家有影响的媒体的评论，“此次广州人民公
园里这个无伤大雅的小小插曲，再次见证了中国社会自主意
识和权利意识的进步，观念的不断开放和趋向文明。”[28]如
果和上文北京和上海的事件相比较，这一事件也有诸多值得
探讨的方面。首先，展现了“同志”群体内部的阶级差异及
其导致的对于城市公共空间的不同需求。那些缺乏经济资源
的“同志”更加弱势，不得不依赖私密性得不到保障的开放
空间。其次，城市管制权威对于不同形式的“酷儿”空间，
采取了不同的管制方式。迎合“合适”人群（中产阶级），
发生在“合适”地点（消费主义场域），从事“合适”行为
（相对私密）的“酷儿”空间会得到容忍，而不符合上述标
准的“酷儿”空间则面临更加边缘化和污名化的危险，成为
管制权威“净化”城市空间着力打击的目标。第三，事件中
“同志”一改以往的妥协退让，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同性
恋者对于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

5 结语：城市让“同志”生活更美好

通过对城市研究的“酷儿”解读，本文从现代性的发生
和发展这一社会学核心命题出发，探讨了同性恋和城市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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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揭示了现代同性恋身份认同本质上具有的城市属
性。从全球范围看，虽然不同国家和文化的路径不尽相同，
但同性恋社群拓展公共空间，追求社会的接纳，是一个现代
社会不断走向民主和自由的进程中的重要构成部分。2009
年中国大陆主要城市“同志”社群争取城市公共空间的努
力，尽管遭遇了一些阻力和波折，但整体影响和发展趋势是
令人鼓舞的。行动过程还显示了三地市民社会发展的地域性
差异：如果说北京婚纱照事件的组织和策划体现了“精英主
义”，上海骄傲节活动的跨国背景和消费取向是“资本主
义”，那么广州人民公园“同志”维权事件中的自发性和对
抗性则具有更为明显的“草根主义”。行动策略的多样性，
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发生的积极变化。

注释：
①中国的社会学界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李银河的奠基性研究虽

然提升了同性恋问题在学术话语中的地位，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
国大陆的公共话语，但无力改变同性恋研究在社会学研究领域长期
边缘化的位置。这一方面有整体社会文化氛围的因素（虽然这一情况
近年来已经得到了明显改观），另一方面则和同性恋研究通常关注的
问题往往局限在性别和艾滋病等少数议题上不无关系。

②世界各国城市中同性恋社区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研究非常
多，这里不一一罗列。可参见 Aldrich（2004）。

③根据笔者个人的观察，像 20世纪美国大城市同性恋聚居区这
样典型的情况，即便在文化传统接近的欧洲和美洲，也并不常见。相
比而言，英国和加拿大比较类似，而法国和墨西哥则有较大不同。随
着美国社会对于同性恋的接受程度的不断提高，这种空间聚集的情
况已经有所改变。比如马萨诸塞州同性婚姻合法以后，波士顿的同性
恋者就不断搬出原来位于市中心的聚居区 South End，而散布在整个
城市。在笔者曾经长期生活的芝加哥，曾经的同性恋聚居区 Lake
View由于靠近中心城区，文化生活丰富，受到城市“士绅化”的影
响，吸引了许多年轻的中产阶级异性恋家庭的迁入。

④根据笔者和活动策划者的私人交流，此次活动曾经有过在天
安门广场进行的想法，但考虑到天安门广场特殊的政治意义，将活动
地点改在政治性相对不敏感，但具有较重文化意义的前门大街。

⑤根据爱白网的报道，有关放映活动是在上海市工商局的要求
下被迫取消，工商部门认为承办影片放映的地点没有电影放映许可
证，并对放映承办者发出警告称，如不取消放映将“面临严重后果”，
参见 http://www.aibai.com/info/open.php?id=19434。

⑥事件的经过出自爱白网转发美联社 2009年 9月 14日的发自
广州的报道，参见 http://www.aibai.com/info/open.php?id=19718；《中
国日报》2009年 8月 29日也报道了这一事件。事件中的引语出自阿
强的新浪博客“夫夫生活”登载的当事人对于事件的回忆文字，参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2404000100gep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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